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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迹版本良工论——以翁方纲为中心之考察

祝　童

内容提要：“良工”之外延，随时代职业之发展而有所不同。于书迹版本言之，书家本身而

外，钩摹刻拓等工匠，是版本二次形成之重要环节。但此道向来被文人学士视为末技，不予高许。

乾嘉之际，金石大兴，风尚益标，书坛于此群体愈加推赏。翁方纲以书坛宗主之地位，推崇宋本，

大倡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等良技，甚至亲自参与钩摹或监工刻拓，从而使优礼良工之风气蔚然，后

者在乾、嘉、道前后百余年间，地位得到短暂之大幅度提升。从书法史角度予以观照，乾嘉书坛重

良工，是书迹版本学尤其是书法文献学在其时达到全盛之重要原因，而经过书家与良工百余年之交

融、发展、活动，后者成为晚清碑学思潮得以顺利推动之重要力量。不过，因为主客观和时代原

因，良工地位在经过短暂提升之后逐渐恢复平静，并未得到实质性突破，至今犹然，因此值得学界

持续关注。

关键词：良工　翁方纲　书迹版本学　书法文献学　碑学

一、“良工”释

“良工”，泛称技艺高超之人。先秦典籍，记载已夥，而意在九流百家。《墨子·尚贤中》

云：“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，必藉良工。”[1]是谓剪裁之业。《淮南子·休务训》云：

“玉石之相类者，唯良工能识之。”[2]是谓雕工之业。《灵枢·五色》云：“审察夭泽，谓之良

工。”[3]是谓从医之业。《尸子·分》云：“良工之马易御也，圣王之民易治也。”[4]是谓驯兽之

业。《管子·小问》云：“选天下之豪杰，致天下之精材，来天下之良工，则有战胜之器。”[5]是

谓锻造之业。而《礼记·学记》“良冶之子，必学为裘。良弓之子，必学为箕”[6]云者，皆用此

意。及至中古，职业衍繁，所用益广，不限于末技之列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云：“庾元规之表

奏，靡密以闲畅；温太真之笔记，循理而清通：亦笔端之良工也。”[7]是谓文学之业。西晋潘尼

[1]　（清）孙诒让：《墨子闲诂》尚贤中第九，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版，第32页。

[2]　（汉）刘安著，（汉）高诱注：《墨子》卷十九休务训，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版，第344页。

[3]　（宋）史宋音释：《灵枢经》五色第四十九，缩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0733册，

第0385C页。

[4]　（战国）尸佼：《尸子》分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11页。

[5]　（春秋）管仲著，（清）戴望著：《管子校正》小问第五十一，中华书局1978年版，第274页。

[6]　（清）朱彬：《礼记训纂》学记第十八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555页。

[7]　（南朝梁）刘勰著，王水照译注：《文心雕龙译注》才略第四十七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43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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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琉璃碗赋》云：“取琉璃之攸华，诏旷世之良工。”[1]是谓器皿之业。唐齐己《灵松歌》云：

“安得良工妙图雘，写将偃蹇悬烟阁。”[2]是谓丹青之业。五代钱镠《广润龙王庙碑记》云：“慎

选良工，塑装神像，威容赫奕，冠剑森森。”[3]是谓雕塑之业。以是言之，“良工”意蕴，从技术

渐至艺术，工匠地位渐次提升。

书法版本，分书论版本与书迹版本。书论版本，属古籍版本学范畴；书迹版本，则涵盖传统学

术界“拓本”领域而不限于此。于书迹版本而言，书家本身而外，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等工匠，是

版本二次形成之重要环节。书家既以艺相高，固无为“工”之理，是谓“良工”，为后三者而言。

书迹版本学意义上之良工，最先见于《礼记·月令》所言刻工：

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，工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。[4]

其时书迹，想见缮写尤多，然传世多以浇铸、镌刻为主。此言“物勒工名”之目的，则在记录

于案以宜问责，断非高标之意。盖文辞撰写、书丹，主要为饱学善书者为之，良工纵“良”，不过

负责勒刻而已。传世金石书迹，刻工多无附载，即如两汉刻石昌炽，然题署无多，其地位已自不待

言。[5]故以此《礼记》之言考察刻工品质，要在“诚”“当”二端，即技艺同道德皆为优选，方副

其“良”。至于钩摹工，早在纸张普及之初，即有此职业，其时曰“搨工”，初衷在文献流传，而

法书附焉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搨本11种，皆为汉魏石经，其经部小学类序云：“贞观初，秘书

监臣魏徵始收聚之，十不存一。其相承传拓之本，犹在秘府。”[6]“拓”为“搨”之误，为影写之

法。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载弘文馆有“搨书手三人”，集贤殿书院有“搨书六人”，崇文馆有“搨

书手二人”云者，皆为此道中人。而法书之钩摹响拓，确盛在李唐：

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，各搨《兰亭》数本，以赐皇太

子、诸王、近臣。（何延之《兰亭记》）[7]

杨肇，字季初，荥阳人，晋荆州刺史。今见草书一纸，共十行，有古署榜，无姓名，今共

传搨之。（窦蒙《述书赋》注）[8]

是知，法书传搨，固乃翰墨之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产物。赵宋之际，“拓”“搨”径分，文献

[1]　（西晋）潘尼：《琉璃碗赋》，韩格平等校注：《全魏晋赋校注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3页。

[2]　（唐）齐己：《白莲集》卷十，上海涵芬楼印景明钞本，第八页左至九页右。

[3]　（五代）钱镠著，（清）钱瀛等辑：《诚应武肃王集》，《杭州文献集成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31

册，第318页。

[4]　（清）朱彬：《礼记训纂》月令第六，第275页。

[5]　程章灿：《石刻刻工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7页；王晓光：《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》，荣宝

斋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215页。

[6]　（唐）魏徵等：《隋书》志第二十七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640页。

[7]　（唐）张彦远：《法书要录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7页。

[8]　（唐）张彦远：《法书要录》卷五，第80页。



第六届“孤山证印”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

910

之载，多释“搨”易为“钩摹”。桑世昌《兰亭考》引尤袤《跋〈兰亭帖〉二》云：

司业汪逵家藏褉叙至多，内一轴首跋乃康伯可，是转摹失真耳。此本良是定武古本，但定

武世以断损带、流、右、天四字为真，而此独完好。然精彩乃与唐人钩摹本不异，殆是定武以

前未断损者耶？[1]

魏晋以降，法书递藏官私之家，钩摹复制，便是化身千百之第一要务，故对钩摹工提出更高之

要求，可谓时代使然。唐摹向为世所珍重，在宋际已成共识。然宫内迭出秘本，名迹亦多见官宦，

故于唐摹并非一味尊崇。桑世昌《兰亭考》载：“（宋高宗）叹斯文见于世者，摹刻重复，失尽古

人笔意之妙。因出其本，令精意钩摹。别付碑板，以广后学。庶几仿佛不坠于地也。”[2]高宗素好

翰札，以天下至宝以为秘储，底本既佳，付以良工之手，钩摹固能胜出群辈。以是言之，钩摹技艺

对工匠要求至高，非识书者断不能主持，非善书者亦断不能操笔，故早有文人名宦积极参与钩摹或

监工之传统。至于拓工见于何时，文献无征，徒以想象立论，殊乏说服力。然可明确者，传拓程序

复杂，南北朝之际，士人尚未掌握此技[3]，至唐宋刻帖盛行，随钩摹、镌刻而显，渐次大观，此不

赘焉。

以是言之，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之兴起诚有时代先后之分，然无一例外，对诸良工之优礼，是

在文人深度参与之后。不过，与篆刻不同，篆刻方寸之间见天地，文人悠游其中，终能由技入道；

而钩摹刻拓，或伏案寻丝，或刀锤相迸，或迈迹荒山，文人既无暇参与，亦嫌有辱斯文，故纵礼遇

良工，亦不过徒有其面，内里终隔一层。明周嘉胄《装潢志》“优礼良工”就能体悟一二：

良工须具补天之手，贯虱之睛，灵慧虚和，心细如发。充此任者，乃不负托。又须年力

甫壮，过此则神用不给矣。好事者必优礼厚聘。其书画高值者，装善则可倍值，装不善则为弃

物，讵可不慎于先，越格趋承此辈，以保书画性命？书画之命，我之命也，趋承此辈，趋承书

画也。[4]

良工之用，要在心手相应，五合交臻，此则虽言书画修复装池之工，然同钩摹刻拓皆为一理。

“越格趋承此辈”云者，其旨在“趋承书画”“保书画性命”，非真心尊崇。盖明末玩物时尚，尚

且如此，他朝更无论焉。实际上，在书迹版本形成过程中涉及之钩摹、镌刻、传拓，向来被文人学

士视为末技，不予高许；而相应之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，向来也只是出入钟鸣鼎食之家，凭一己之

技谋求衣食而已。但清代颇有不同，其时移风易俗，金石大兴。殆至乾嘉，“翁方纲、王昶、钱大

昕、孙星衍、洪亮吉、阮元等众多一时之选的学术精英、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

[1]　（宋）桑世昌：《兰亭考》卷六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版，第51页。

[2]　（宋）桑世昌：《兰亭考》卷二，第9页。

[3]　曹之：《中国古代图书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26页。

[4]　（明）周嘉胄：《装潢志》优礼良工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版，第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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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，投身于‘金石时尚’的热潮中。”[1]文人既多以拓本收藏相高，相

互品鉴，工匠技术作为造成拓本优劣之重要因素，慢慢进入文人之考察范畴。因此，随着鉴藏风气

之日益鼎盛，良工逐渐受到重视和礼遇，甚至如翁、黄等文人领袖都积极地、深入地参与钩摹传拓

之实践，风尚益标，于此群体愈加推赏，从而使工匠在乾、嘉、道前后百余年间，地位得到短暂之

大幅度提升。不言而喻，有清之世金石雅玩，比晚明玩物时尚有过之无不及，而这种风气与书迹版

本学亦形成了相互促进之关系，是书法文献学史上颇值重视之学术现象。

二、翁方纲书迹版本良工论

整体而言，翁方纲书迹版本学含良工论、善本论、鉴定论三方面之内容：从工匠之钩摹、镌

刻、传拓入手，从而形成书迹之不同版本；版本不同，真伪高下自出，因此需结合文句校雠、观风

望气、史料考据等方法进行鉴定，最终使学界得到精善之本。由此可见，翁氏书迹版本学三方面并

非各自独立，而是紧密联系，构成其成熟之书迹版本学体系。[2]而其体系之缜密，则无疑以重良工

为基础。其致书友人谈及寻觅良工之事，曰：

兖学《贾使君碑》侧有旧题讹误，不可不改正，弟已书写一条，不过十余字，此只须即

用去年六兄处刻《张庭珪碑》侧一行字之匠人代为钩描，即烦其到兖一刻。现将写样奉寄，想

一办之，并为直连正面拓数张。又滋阳之武平年小碑一块，去冬托陈广文淡拓十余张，而用墨

过淡，转不及前拓之浓者，其工匠甚是拙钝，亦欲恳六兄选匠为拓数分，此碑甚精，有关崇录

也。此二事万一实在无工役，即求飞札前来，将弟所携一于姓拓手令其星驰前往，弟定于□日

到兖也。[3]

可以看到，翁方纲这里涉及三种工匠：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。“去年六兄处刻《张庭珪碑》侧

一行字之匠人”，既“代为钩描”，又“烦其到兖一刻”，更请“为直连正面拓数张”，可见此匠

人是一个多面手；相比之下，滋阳（今山东济宁）武平年小碑“去冬托陈广文”传拓，“其工匠甚

是拙钝”，需更换匠人重拓；而翁方纲请人所办之二事，“万一实在无工役，即求飞札前来，将弟

所携一于姓拓手令其星驰前往”，可见此“于姓拓手”常伴翁方纲左右，以备其用。“星驰前往”

云云，其迫切之心昭昭然耳，其于良工之重视，可见一斑。

（一）钩摹工

凡法书名迹，欲化身千百，皆通过钩摹显之、刻而成之、拓而传之之流程，而钩摹则是拓本形

成之第一步。拓本能否传达真迹之精神，钩摹工肩负着重要之责任。因此，翁方纲对此非常重视。

其《跋吴季子庙碑》云：

[1]　薛龙春：《古欢：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，提要。

[2]　祝童：《翁方纲书法文献学研究》，江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，2020年，第80—159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，第10册，第264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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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碑石尾有张孝思跋，称此书与率更、北海并驾。而潘次耕谓其挺劲而乏俊逸之气者，非

笃论也。张司直书，世所罕传，然此石今尚完好。此油素本摹手亦极得笔意，竟是一手精摹，

非双钩耳。中间所空缺，则方纲注于其旁矣。[1]

《吴季子庙碑》，唐张从申（活动于大历年间）书。从申官至大理寺司直，人称“张司直”。

翁方纲向来对唐人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李邕至为高许，比附而论，以至学之书者，皆为其所

称道。这里翁方纲引用明末清初著名鉴藏家张孝思（字则之）跋，说张从申此书与率更、北海并

驾，而翁氏肯许之意，亦自昭然。正如叶昌炽记曰：“大历以后，张从申书名藉甚。每书碑，李

阳冰多为篆额。时人称为二绝。赵明诚录其碑，不下十通，今惟《吴季子庙碑》存耳。”[2]因此于

《吴季子庙碑》之摹本，翁方纲似乎亦不会持以劣论，况且此“油素本摹手亦极得笔意，竟是一手

精摹”，而为翁方纲赞不绝口。

翁方纲对宋代钩摹技艺最为高许。其跋智永《千字文》云：

此帖后有大观己丑二月薛嗣昌记……永师《千文》，薛氏勒石与当日《兰亭》刻石相去未

远，而薛氏昆弟并精鉴赏，其摹勒之工，正可参悟《兰亭》书髓。今虽薛氏所刻《兰亭》原石

已亡，赖有此《千文》石刻，仿佛犹如见之，伏梁神物之灵，倘或托此以为左卷乎？[3]

可以看到，翁方纲对薛绍彭“摹勒”功夫推崇备至。所谓“摹勒”，亦即将文字写在纸上，再

在纸背以朱砂依样勾勒字之轮廓，然后复于备刻之石木，以纸数层叠放于摹纸上，用石均匀砑磨，

使字之轮廓线条粘于面上，据此可刻。桑世昌《兰亭博议·临摹》记载：“宣和中有旨索取，薛氏

父子通夕摹效。”[4]在徽宗皇帝之圣意下，薛氏父子留下定武兰亭拓本，然原石竟在金兵灭宋时不

知所踪，而薛氏“摹勒之工”因定武兰亭原石之不觅而难以窥见，唯赖此《千文》石刻得以体现。

薛绍彭弟薛嗣昌跋此《千字文》云：“长安崔氏所藏真迹，最为殊绝，命工刊石，置之漕司南厅，

庶传永久。大观己丑二月二十一日乐安薛嗣昌记。”[5]虽知薛氏昆弟固未亲手摹勒此千文上石，但

从薛家刊刻《兰亭》《书谱》来看，结合此跋文意，其监工自是情理之中。故翁氏睹此，不觉神灵

护佑，信是墨缘。

至于当世之钩摹工，杭城赵魏、何元锡是其中佼佼者。翁方纲云：

杭城赵晋斋魏、何梦华元锡皆愚所夙识，精于品鉴钩摹者。何梦华旧日诺为愚于所识某君

处代为双钩褚河南《孟法师碑》，此语数年尚无确信，未知可烦为代问之否？若能乘吴荷屋之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4册，第4050页。

[2]　（清）叶昌炽撰，柯昌泗评，陈公柔、张明善点校：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445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4册，第3778页。

[4]　（宋）桑世昌：《兰亭博议》，（明）陶宗仪：《说郛》卷六十二，中国书店影印涵芬楼本1986年版，第十一

叶左。 

[5]　徐邦达：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，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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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以见寄，则妙甚矣。荷屋亦欲托何君为觅古拓旧帖，此胜缘也，故为缕缕及之。见何梦华、

赵晋斋皆为我道意，念切念切。晋斋未及另札。（致石韫玉）[1]

实际上，此二人皆为一时硕学。赵魏（1746—1825），字恪生，号晋斋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

人。工篆、隶，博学嗜古，精于考证碑版，其所藏商、周彝器款识及汉、唐碑本，时人许为天下第

一。著《竹崦庵金石目》《竹崦庵碑目》等。张廷济高许曰：“恪生深于碑版之学，篆、隶、真

书俱精老有古法。”[2]何元锡（1766—1829），字梦华，又字敬祉，号蜨隐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

人。监生，官至主簿。嗜古成癖，富收藏，藏书八万卷，多善本佳椠，手自抄录秘书数百册。何元

锡尝至山东曲阜访求古印，并搜讨汉碑于崇山峻岭之中。又精于目录之学，所录家藏法书金石，多

有条贯。赵、何二人作为当世硕儒，不独以学问高标，更因精于钩摹之技，而为翁方纲所钦重。

至于翁方纲本人，亦往往亲自参与钩摹或监工：

右万松山房缩本《兰亭》……予以油素影摹，凡改正四十余字而后成，它日倘遇良工，亦

以青田小石精镌之，庶几可备鉴家论次尔。（《跋施耦堂藏万松山房缩本兰亭》）[3]

予从耦堂侍御假观，因用定武落水本笔意审正重摹，并识其概于后。然此特因李氏原刻行

次参互勉为推算改正，是以虽较李氏本既加审正，而仍不敢自信为毫发无差也。它日傥得遇良

工，为我勒于寸石，仍当细意重摹一过耳。（《自跋审正万松山房缩本兰亭》）[4]

黄山谷云：“孔庙虞书贞观刻，千两黄金那购得。”盖此碑唐本，前惟山谷见之，后惟王

敬美、孙月峰见之，近日嗜古博闻如何义门、王虚舟、徐坛长皆未之见也。今幸得见元康里氏

旧藏本，真唐石，今尚存千四百许，而泐损残失者多矣……陕本、城武本皆有极肖处，而有必

不可不订正处，恨无名手可追二本格韵。与其勉强重镌全文，逊于前人，不若择其要者存之，

为订正二本之助。谨摹此百廿字，粗识其概，他日倘得遇良工，摹此千四百余字，砌诸曲阜斋

廊，则闵中丞所重摹陕本，及方纲所摹城武本旧拓残字，皆不足云矣。（《双钩唐拓庙堂碑

字》）[5]

《庙堂碑》竭旬日之力，仅钩摹其最关订证百廿字，实乏良工，不敢勉强，必欲重勒全本

也。（致李宗瀚）[6]

对于明人李宓万松山房缩本《兰亭》，翁方纲“推算改正”并“以油素影摹”，但是仍然“不

敢自信为毫发无差”，等遇到良工能镌刻之时，当“细意重摹”。至于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，翁

方纲“谨摹”“最关订证百廿字”，也感叹只能“粗识其概”而“不能勉强”，也是等遇到良工能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08页。

[2]　（清）震均：《国朝书人辑略》卷六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089册，第189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5册，第1310页。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二十七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影印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382册，

第278—279页。

[5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苏斋题跋》卷下，涉闻梓旧本排印本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版，第55—56页。

[6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李宗瀚》第五二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2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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镌刻之时，“重勒全本”。实际上，从翁方纲成书之《孔子庙堂碑》双钩存字来看，其钩摹之工，

真可谓举世无双，然体味以上诸跋文意，非是谦逊，实是要求极高之体现。

另需言者，翁方纲钩摹功夫虽然极其精到，但这种工作毕竟费时费力，尤其是翁方纲晚年眼力

下降，只能委托他人办之，而只能承担监工角色。然而，交游遍及天下的翁方纲，前后数月，竟然

没有找到自己满意之钩摹良工，所以每对此等事情，总是心怀抑郁。这集中表现在《化度寺碑》翻

刻一事中。其致石韫玉札云：

《化度》……愚合所见数本，摹成此一本，而阮芸台来京，亦欲借钩上石。吴荷屋亦自借

约一分，亦十六幅。今荷屋携以南来，意亦欲觅善工镌之。（第四札）[1]

《化度寺碑》……京中双钩，先不得法，奈何！幸必代觅南方之极精玻琍样亮油笺数张，

至祷至祷。（第五札）[2]

前次托人带寄欲上石之重摹率更《化度寺碑》才双钩出二纸，其下尚有十四纸，连前凡

十六纸，六百十四字，自第三纸已后。（第七札）[3]

现因吴侍御所藏本借在小斋，其本淡湿模糊，几无可置手处。愚目力已不及从前，赖得

吴门一友来相助力，晴窗之下，每日只钩摹二三十字，今甫钩出二纸。缘此友暂有事他往……

容下月此钩摹之友亲来，再费半月之力即可完竣，或冬至月底即可连后跋令寄奉也。（第八

札）[4]

对于《化度寺碑》，翁方纲从钩摹、刻石、传拓都下了很大功夫。在这里，翁方纲谈到自

己亲自钩摹之诸情形。他“合所见数本，摹成此一本”，因为钩摹精到，所以为阮元、吴荣光借

去镌刻。而谈及自己的钩摹过程，也自然与众不同，他先要用“南方之极精玻琍样亮油笺”，又

因为目力“不及从前”，所以请“吴门一友来相助力”。尽管如此，在“晴窗之下”，每日也只

能钩摹二三十字，而两人合作，也需“再费半月之力”方可完就。可以想见其功夫深湛之极。当

然，翁方纲因为目力渐衰，所以主要角色还是“监工”，而具体操作者，多为“支姓”钩摹工。

其致吴荣光云：

支姓双钩粗具形模则可，若上石则断不可。（第十三札）[5]

《化度碑》支姓此月初才钩毕，贱体又懒，缓迟至今，甫能排次成之，中间接补处尚须收

拾粘补。（第二一札）[6]

《化度帖》，支姓经营三日，甫于砚侧刻此四字（太过于胆小），老友之意何如？若都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8页。  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五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9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七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9—510页。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八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0页。 

[5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十三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6页。  

[6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一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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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好手不过如此而已，尚须细商，其袁姓等皆又太近圆熟。此非从墨拓本双钩，乃从拙摹钩本

双钩也，必如此方可入石，若将拓本令其钩入石，必致以泐势为用笔，如冯鱼山所刻《兰亭》

矣。若定主见要支姓办之，此须日日于愚与之细商，某一笔须正，某一笔须向左向右，或一字

费双钩十余次而后成一字，若全付其自办，则大谬矣。鉴定后乃付回。支姓人还须与之细讲，

此一油二拓皆须面说之。（第二二札）[1]

支姓者，其贫苦更甚于我，三日内有二日不来。抚计十六纸，幅幅有应改正处，再十日尚

未能竣，可笑可笑。总要其自来，才改数处，不能令其带去也。（第二四札）[2]

字十四日起至今日已七天矣，此刻请支姓在后室窗光之下，每描一字，辄有商处，每日只

得经营四十字光景。客亦不会，诸务悉停。（第二五札）[3]

不难看出，翁方纲对钩摹技术要求之高，真令人咂舌。其与吴荣光来往数札，虽屡屡提及此

“支姓”摹工，但数月间来往各札，皆未道其名，可见此“支姓”手艺，尚不入翁方纲法眼，不过

良工难觅，权作敷用而已。当然，翁方纲对《化度寺碑》之钟爱，许为天下唐楷第一名品，倾心致

力，尤嫌未能至，从而有“《化度》钩摹，尤难得神”[4]之总结。以是观之，翁方纲于此碑之钩摹

不断吹毛见疵、求全责备，也就不难理解矣。

（二）刻工

书迹版本之刻工，同古籍版本有所不同。“古籍刻本的成书过程大致有定稿、校勘、书写、刻

版、印刷、装订等六个环节，其中最后四个环节均由刻书工人完成。”[5]而书迹版本之钩摹、镌刻

和传拓，每一项技艺都具有各自不同之要求，分工显得更为明确，因此能博通数艺者鲜，非高手不

能兼之。对于普通刻工来讲，因为镌刻对象具有极高之艺术性，所以往往只能负责镌刻工作。翁方

纲《跋刘孟倬刻兰亭序》云：

梁蕉林所藏褚本似当即是秋碧堂本矣。然以此“盛”字三行对之，如“一咏”“一”字末

作分隶势，从来所无，不特与《秋碧》殊也。“观”字、“类”字皆同，则此“一”字似是转

笔之误。尤子所以名铁笔者，安在乎？

《秋碧》《余清》《戏鸿》三刻之张金界奴玉皆一本也，而刻法互有不同。《秋碧》第

一，《余清》次之，《戏鸿》为下。[6]

梁清标《秋碧堂帖》全八卷，因其善藏，故此帖多由真迹上石，刻手为尤永福，镌刻极精，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二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8页。  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8页。   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五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8页。   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九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9页。 

[5]　曹之：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19页。

[6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集外文》卷四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影印本，第382册，第66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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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与冯铨《快雪堂法帖》相高，为世所重。在翁方纲看来，梁帖亦在吴廷《余清斋法帖》、董其昌

《戏鸿堂法帖》之上，有突过前人之处。尽管如此，翁方纲经过仔细校勘却发现，梁氏《秋碧堂》

本《兰亭》，同其自藏褚摹《兰亭》差距甚大，故梁氏底本应为张金界奴本，而也因此之故，对尤

氏刻工之镌刻技术产生怀疑。可见，刻工是拓本形成之中间环节，翁方纲对此非常重视。正如其跋

摹刻本《黄庭经》云：“《黄庭》摹刻，亦与诸本相同，而刻手能存旧本神理，有志于晋法者当知

溯源有自也。”[1]实际上，能达到“存旧本神理”之刻手，在翁方纲看来，举世皆稀。

同钩摹工一样，翁方纲对宋时刻工往往心向慕之：

宋人所刻旧迹，惟鲁公《争坐位》、怀素《藏真》《律公》《圣母帖》，精妙如手书，

此三帖皆北宋刻也，乃知古帖在宋刻中传神阿堵，独有《大观帖》耳。（《跋大观帖·第六

卷》）[2]

今日海内所存是碑真拓，以吾斋所藏为第一……宋人翻刻九百余字之《化度》，笔意淳

雅，当是北宋时开镌，与《庙堂》《争坐》《圣母帖》并宋时刻手之极精者，故有元大家皆致

赏鉴耳。（《跋化度寺碑》）[3]

此内间或有一二处，足与《大观》真本相资核证者，盖其所自出之本，即是肃刻所自出

之本，而此刻丰腴古厚，十倍胜之，则南宋刻工与明朝刻工悬绝可知也。（《跋淳熙修内司

帖》）[4]

“古帖在宋刻中传神阿堵”，是对刻手极高之称道褒扬，其对宋刻之尊崇可见一斑。翁方纲曾

庋藏范氏书楼本《化度寺碑》，他认为是最优版本，曾在各题跋中反复张扬，颇为自得。但对于传

世宋人翻刻本《化度寺碑》，翁方纲亦持认同态度，主要是他认为此本同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、

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、怀素《圣母帖》皆“宋时刻手之极精者”所刻，所以能传递原迹真髓，达到

“笔意淳雅”之境界，而为元代赵孟頫、鲜于枢等前贤所尊崇，自有其由。可以看到，翁方纲对宋

代良工之高许，亦同样影响到其对一书迹高下之品评。至于《淳熙修内司帖》，为宋孝宗淳熙十二

年（1185），诏以内府所藏《淳化》刻石，集中规模传摹，与原本略无小异，卷尾楷书题云：“淳

熙十二年乙巳年二月十五日，修内司奉旨摹勒上石。”《肃府本淳化阁帖》，则为明肃庄王以朱

元璋赐其《淳化阁帖》为原本，辅以“李子崇藏本”，及与皋兰“材官本”对校，于万历四十三年

（1615）所刻。因《大观帖》与《淳化阁帖》摹自同一底本，故所谓“《大观》真本”，亦即《淳

化阁帖》之底本。要言之，在同一底本之前提下，宋刻《跋淳熙修内司帖》“丰腴古厚”，相校明

刻《肃府本淳化阁帖》，当“十倍胜之”。至于具体“胜”在何处，翁方纲曾有跋云：“此第九卷

《昨遂不奉帖》，山谷谓有秦汉篆意，正取其用笔之圆浑。即如首廿字之右直，亦以半缺处想象古

意，而肃本已不可见矣……此修内司帖十卷，足订正肃本非一处，而此卷尤为有益，不特气味淳古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3册，第3471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跋大观帖（第六卷）》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207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3册，第3744页。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二十八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影印本，第382册，第29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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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也。”[1]不难知晓，翁方纲“南宋刻工与明朝刻工悬绝”之处，不独在于文字笔画之异同，最重

要的是，二者在镌刻法书之“气味”方面，有着高下优劣之显著分别。

虽是，翁方纲对于宋代刻工也并非一味地肯定，而是秉持客观严谨之态度，予以揭示或批评。

其跋《鼎帖》云：

《法帖谱系》谓《鼎》刻博而不精，今观此右军数帖，实非善工所勒。尝见南宋游相所藏

《兰亭》，知尔日善工之难也。然正赖此与《汝》刻等对证，尚可想原出之踪，正须问津时妙

会耳。

所谓小字《黄庭》精妙绝伦者，昔友人持以见惠，相传是《鼎》刻也，摹勒果精善，以校

秘阁本微有不同。然视此卷《霜寒》《旦极寒》帖，是相去霄壤矣。岂武陵一时镌工顿有工拙

悬绝至此耶？向见云字号右军临《丙舍帖》，是从《汝帖》出，安得尽以幼卿所开目详证之。

此是真《鼎帖》，却有拙劣处，然实有沉劲见古法处，岂能轻视乎？[2]

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鼎州（湖南常德）太守张斛汇集多种《秘阁法帖》，并择《潭》《绛》

《临江》《汝》诸帖以增补《秘阁法帖》未收入之遗帖约五分之一，凡二十二卷，因鼎州旧为武陵

郡，因此又称为《武陵帖》。木刻。帖板以隶书《千字文》编号，每卷前后下方刻有“武陵”二

字。明屠隆《考槃馀事》云其“石硬而刻手不精，虽博而乏古意”[3]。翁方纲亦然。他通过观察对

比，指出此本《鼎帖》为真，但仍然屡屡发出“拙劣”“实非善工所勒”“知尔日善工之难”“武

陵一时镌工顿有工拙悬绝至此”之类的感叹。可见，纵然是宋刻本，未得良工镌刻，其品格仍然等

而下之。

对于近人，亦不乏善镌刻之良工。翁方纲《跋书谱》（安氏刻本）云：“此帖刻于康熙五十五

年丙申，时距陈香泉卒于己丑又后八年矣……安氏此刻，形神俱到，不减墨迹，实从来勒石者所罕

见。”[4]结合上引翁方纲跋摹刻本《黄庭经》对刻工“能存旧本神理”之评价，不难想见，“形神

俱到”，是翁方纲要求刻工所能达到之最高境界。至于翁方纲最为中意的《化度寺碑》，经过寻觅

刻工之事，心情或悲或喜，可以说大起大落。其致吴荣光札云：

摹勒《化度》……先讲精刻。最服前人一语：“凡事不胜于人者不作可也”，此至言也。

支姓双钩粗具形模则可，若上石则断不可。章仲玉父子游文衡山之门，所刻“墨池堂”《化

度》，今支姓岂能望其什（然章刻尚多谬误，愚有逐条记出）？若今日经覃溪、荷屋鉴定，同

登诸石，而将来被后人开摘其失处，则是笑柄耳。再四筹计，惟有苏州顾屺瞻（愚见其所手

刻，今忽忽已十年矣），此人刻字并字外之神彩俱涌现而出，但须此本人，若烦觅他人聘请多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跋《宋拓〈淳化阁帖〉淳熙修内司本十册》，马成名：《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

2014年版，第196页。按，据是书所录文字来看，翁方纲未曾收录其《文集》，推知当为《淳熙修司内帖》别本所跋。

[2]　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210页。

[3]　（明）屠隆：《帖笺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册，第767页。  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4册，第41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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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其徒弟……若不能觅此良工，则愚一刻于京师王庆余手，再刻于江西熊次玉手，此二手皆在

支姓之上，今其板在舍间，愚颇不愿算入拙刻矣。不得已只有刻双钩百余字一法，惟是此时我

友雅意慇拳，如此刻之诚为可惜（太觉草草），所以再四筹计，难以奉报。[1]

此札为吴荣光欲借翁方纲钩摹本《化度寺碑》上石，而翁方纲对其无良工而感到不放心之回

复。翁方纲讲道，其精刻之目的，即在于超过前人，流传百世。相比之下，“支姓”刻工钩摹功夫

尚可，镌刻功夫甚差。[2]而京师王庆余、江西熊次玉，则技艺在支姓之上。苏州顾屺瞻“刻字并字

外之神彩俱涌现而出”，诚当世良工，所以致意招来精刻《化度寺碑》。但是，在随后致吴荣光札

中，又谈到其担忧：“敬惟我老友欲商觅良工镌勒《化度》碑事，虽已托叶云谷兄致访吴门顾屺

瞻，然未知顾姓果否有其人？果否肯自来？皆未可必。”[3]所以他经过多方问询，找到了杭州吴姓

刻手，心情逐渐开朗起来：

去秋石琢堂自杭寄来松雪墨迹上石之拓本，最为神肖，近日石本所罕见者，因札致琢堂

访问何人铁笔。兹接琢堂札云，此是南中今日名手吴姓，现在杭州。（《致吴荣光》第十四

札）[4]

铁笔吴君，尚未知其名字，是陈桂堂之友。桂堂名廷庆，今亦在杭掌教，前所寄吴君手镌

松雪迹（松雪大楷《寿春堂记》已装卷难寄），是桂堂见寄也，桂堂寄此时虽见其摹勒之工，

而不知其在杭，前月石琢堂札来，始知桂堂与此友皆在杭也。（《致吴荣光》第十五札）[5]

在否定了吴荣光所荐刻工之后，翁方纲先后致札数通，提到此吴姓刻工技艺之高，可谓倾心之

至。所以他最终做出决定：“若定意，可托云谷寻此人，则愚亦即早为札托石琢堂，先为向其人道

达此意，以期墨缘成就，是否如此？”[6]在得到吴荣光肯定之答复后，翁方纲随即写信给石韫玉，

请其设法招揽吴姓刻工，为刻其所亲自钩摹之《化度寺碑》。其致石韫玉云：

前接手札，知前寄题灵隐之拙诗，承觅吴友镌石。从前见此友所勒松雪《寿春堂记》极

为得神，今既知其现在杭城，且是桂堂之友，所以兹有奉恳者。率更《化度寺碑》，世所传皆

赝本，甚至笔画皆讹，无真本久矣。愚自幼服膺此碑，亦未得见真本。频年以来，屡见宋拓真

本，现在又正有北宋初拓之本可借以上石，而都门无良工，前见松雪《寿春堂记》，即欲访求

此手，今欲奉求我友，或商同桂堂，为我力致邀请之。《化度》残迹，不过寸内楷书，三四百

[1]　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6页。

[2]　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8页。《致吴荣光》第二十三札云：“前日支姓刻此四字来，鄙意微晒

之，今渠不肯服，又另用他石刻此四字来，云昨砚背费手也，然更劣于昨四字，可见竟无好手，必应如尊札留以有待

矣。”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十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6—517页。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十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6—517页。

[5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十五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7页。

[6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十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6—517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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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耳，此可借以传不朽者也。[1]

石韫玉（1756—1837），字执如，号琢堂，翁方纲弟子。因事被劾革职，念旧劳赏编修。乃引

疾归，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二十余年。尝修《苏州府志》，为世所重。翁方纲偶然获知之“吴友”

者，曾镌刻石氏题灵隐寺诗，又镌刻赵孟頫《寿春堂记》，而为翁方纲所折服，从而断定：“吴越

间好手，恐亦不能大越此杭城之吴姓者，或荷屋欲在苏州另刻，恐亦未必胜此。”[2]果不其然，他

在继致石韫玉札中说道：“惟《化度寺碑》，刻不能似，奈何！此因从前吴荷屋指名杭有好手，是

以发愿为此，今既不获如愿，只得奉商停止。”[3]所以在信札中，为了得到此“吴友”之前来，翁

方纲先后用“奉恳”“访求”“奉求”“商同”“力致邀请”等词，又担心此人拒绝，而说“不过

寸内楷书，三四百字耳”，表示任务不重，最后用“可借以传不朽”来感化之，其卑微、欣喜欲

狂、非网罗门下不甘心之心态跃然纸上，读者自不难体会。因此，在得到此“吴友”应允之后，翁

方纲随即致信石韫玉，请其“精意镌石”：

《化度寺碑》……急欲上石，觇其大概，附跋小楷三行于另纸，通计此碑摹得六百十四

字，为照此尺寸纸十有六片而已。今先将此二纸寄来，专恳致求此友精意镌石，大约六百十四

字，可用石几块？凡若干日可镌就？其后尚应添拙跋，细说此碑真本之所以然……至其刻赀，

竞不须问之吴侍御矣。谅贵友吴君处，稍求其延缓旬许，或恳我友先垫借十分之一二，愚自当

酌商之蒋年兄，断不相负者也。[4]

“专恳致求”云云，似不符合翁方纲身为名宦之身份，但对于良工之折服，使得翁方纲自然

而然地放下身段，极力招罗之。对于工钱，翁方纲有两个办法：一是请此良工体谅，“求其延缓旬

许”；一是请石韫玉先垫付一部分，他再与蒋年兄“酌商”挪借。总之，不管怎样，于刻资“断不

相负”。其谨小慎微、惶恐无措之神态，不难想见。可惜的是，此吴姓刻手最终依然没能达到翁方

纲的要求，《化度寺碑》之翻刻，只能就此搁置。其云：

杭城石琢堂所代为料理重镌《化度碑》，才刻二纸，寄拓样来看，竟不可用，亦不过与京

中支姓相埒，足见良工难得，而《化度》钩摹尤难得神，所以从来未见有翻刻之善本，此亦无

怪耳。（致吴荣光）[5]

《化度寺碑》，愚旧藏古拓真本，一刻于厂肆，实有讹误，不可用矣。再刻于南昌，其

板寄放在许年兄（廷椿）家，而许年兄后来所寄京之板独阙此一种（亦非精镌），不知下落。

去年又见北宋拓本二种，通共精选精摹六百字，此若再勒石，则远胜前二刻矣。然此从古拓精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一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7—508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四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8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五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09页。

[4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石韫玉》第八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0页。 

[5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吴荣光》第二九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19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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摹，方圆得中，最难刀法，都中竟无此良工，因殿撰石年兄在杭之紫阳书院掌教，因用油素

双数行寄杭勒石，谁知昨杭州寄新刻数行来，其恶劣更甚，只得停止不刻，俟遇良工再谋勒

石（必得吴门善工办之，又须能者为之监刻，未知何时得果此缘）。世间所行翻本《化度寺

碑》，大约与愚初刻本相等，今始订其讹舛，非一处耳。（致及庵）[1]

翁方纲推许《化度寺碑》为唐楷第一，对之高许备至。所以在得到范氏书楼本后，就亲自精摹

上石，欲翻刻行世，以广流传。因此，在翁方纲从古拓“精选精摹六百字”，达到“方圆得中”之

意愿后，必定要求当世最好之刻工，方足匹配。但总是事与愿违，翁方纲使刻工翻刻《化度寺碑》

三次，一次“实有讹误”不可用，一次“非精镌”，一次“恶劣更甚”直不可观。所以每每发出

“良工难得”“都中竟无此良工”“俟遇良工再谋勒石”“必得吴门善工办之”之感叹。要言之，

镌刻良工之所以难觅，实是翁方纲对其技艺要求甚高所致。

（三）拓工

拓工是拓本形成过程中之关键人物，拓工之优劣，直接影响到拓本质量之精善与否，因此翁方

纲同样对拓工屡屡提出要求。其云：

初颐园所收一本，拓□□□□而墨工极有斟酌，凡原石坳□不平，□□此本每近浅淡者，

皆概以一色，是拓手之善也。（《跋肃府刻初拓本淳化阁帖》）[2]

去年有人自赵晋斋处见拓碑人持一纸，云自郭有道墓旁拓得，竟是空石无字，而其石上半

有一圆孔，是汉碑旧式。闻之知是汉石原本也。某于汉碑，如曲阜之《竹叶碑》，实皆无字，

而托友用轻纸淡拓，久久谛视，竟有所得。此乃金石家别一风味，非犹夫摹汉隶者轻信郭有道

庙中重摹之碑以为古隶者也。况幸得祝老先生在彼，务求于郭墓之侧觅此无字一块旧石（上有

圆孔者），用净细宽长之纸，极淡匀细之墨色，正面、背面各拓数纸见寄，不啻篇篇饷耳。若

久久谛视，考定有纵，必详述祝公之为功不细耳。至恳至恳。（致友人）[3]

虽然翁方纲《跋肃府刻初拓本淳化阁帖》中有数字残缺，但是并不妨碍解读其对拓工技术高

超予以赞许之大意。而其致友人札，则对拓工提出了“轻纸淡拓”之标准。具体而言，就算“空石

无字”之碑，翁方纲也要求“用净细宽长之纸，极淡匀细之墨色，正面、背面各拓数纸”。话语之

间，任务可谓精细之至。再看其在桂馥将使蜀时，对桂馥之委托叮嘱，反复强调，要求极高：

前承见示，云蜀中有可拓之碑，故开此奉上。再弟亦有蜀中可托拓碑之友，而苦乏便人，

如吾兄有便往蜀之友，未知可烦其顺带省城之信否？……成都汉王稚子墓石阙。（其地距成都

府城一站之远，距弥牟镇不远）凡两石阙：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及庵》第八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476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苏斋题跋》卷下，涉闻梓旧本排印本，第69页。 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3册，第36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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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阙之阳：八分大书“汉兖州刺史”云云。又“雒阳”云云。此作一幅，须用极宽大之

纸拓之。此阙凡五层，其第二层第三层画人物及象、虎、海马诸物。此凡二幅，用极宽大纸分

拓。其第五层画狮子，此又一幅。五层之西面行书“建安吴拭”云云，北面行楷书“若深”云

云，此又二幅。又三层周遭行楷，横书“宛丘李升”云云。四层“唐安张察”云云。又八分横

书“绍兴八年”云云。此又三幅。

西阙之阳：八分书“汉故先灵”云云十二字，此一行用极宽长纸拓之，宁留多纸。其阴行

楷书“西汉循吏称文翁”云云。此阙凡二幅。

以上凡十一幅，须逐件细审，用极宽长细净之纸拓之，其石角四边有花纹界线之类，以至

空无物处，破泐不整处皆宜拓之。[1]

时过境迁，如果不是在文人学士一并推崇“古趣”的时代，这样的要求可谓异常之苛刻，就今

天来讲，这些要求亦不可谓简单易办。但翁方纲就是这样，对书迹版本之真诚挚爱，加上本身有着

书法文献学方面之深厚修养，促使其下大功夫追求更佳更善之版本，当然，也就相应地对拓工提出

了几近无理的要求。

两宋刻帖盛行，拓工日渐专业化，地位亦渐无可替代。而无论谈碑抑或言帖，宋拓向来具有书

迹版本学中至高之学术地位。翁方纲就是宋拓之忠实追随者。其云：

借来令弟仲武所藏王氏青箱堂藏本，每行止泐上一横纹，拓法精采奕奕，自是宋拓无疑，

然觉锋颖太露，恐亦是拓手用墨过处。（《跋张晴溪藏本九成宫醴泉铭》）[2]

罗碧泉所得《醴泉铭》，是元明间拓本，后半间缺八十三字，以宋拓本细对，其拓时相去

无几，惟拓手不精，用墨过重耳。使此拓时涤石轻扫，则与宋拓何异焉？（《跋罗碧泉藏本九

成宫醴泉铭》）[3]

不难看出翁方纲对宋拓特点之熟稔程度。“拓法精采奕奕”“拓时涤石轻扫”，都是宋拓之

重要特征。对这种特征之把握，非过眼千百，绝不能有此造诣。当然，宋拓虽佳，但因为拓工之个

人差异，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劣之别。说王氏青箱堂藏宋拓本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因“拓手用墨过”而

“觉锋颖太露”，说罗碧泉藏元明间拓本尽管与宋拓无异，但是“拓手不精，用墨过重”，皆不失

为客观中肯之评价。

因为对拓工之重视，所以凡遇名迹，就延请良工传拓。但是，如此尚不够，翁方纲认为不能凭

拓工放任自作，鉴藏家亦要“精心研审”，甚至须亲自参与传拓，如此才能得到更好之版本。其跋

徐松（1781—1848，字星伯）藏本《虞恭公碑》云：

予尝属友人以轻楮淡墨尽拓其整幅，则可辨者尚得二千八十余字。前一行题下岑文本撰及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致桂馥》第十八札，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555—556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册，第68、86页。

[3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2册，第342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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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更书衔名，尚可见也，若使在宋时能拓其全幅，则可辨者更多，即有阙泐，所余无几，岂非

大快事乎？而从来学者不知精心研审，一听工人惜纸卤莽为之。差此本实是南宋末所拓，而墨

既过浓，装又颠倒残失，然即此颠倒残失之余，尚足压今本十倍，令人摩挲叹惜，鉴藏家益宜

什袭珍之耳。[1]

可以看到，翁方纲对宋时学者未能审慎而导致后世不能见到《虞恭公碑》全幅之本颇为遗憾。

因为拓工传拓往往受到经济利益之驱使，从而开源节流：一方面节约纸张避免浪费，所以不会洒扫

挖掘散佚之字；另一方面节约时间传拓数碑，所以不会顾及更多拓本效果。因此，尽管此徐氏藏本

为“南宋末所拓”，但犹有用墨过浓、装池不佳的情况。故而翁方纲主张鉴藏家要亲力监督，如能

亲自参与传拓则更佳。段松苓、黄易作为一时名士，常常亲自参与传拓，从而传为美谈，翁方纲在

多种场合亦对其不吝褒扬。《跋琅琊台秦篆》有云：

琅邪台秦篆，世皆称存十行耳。予以壬子夏，按试青州，访诸学官弟子，此篆刻在诸城

县海滨悬崖，极难拓。有段生松苓，善毡蜡，诺为予拓之。时以夏秋，海水盛长，不可往。明

年，予北归，以语学使阮梁伯。至甲寅夏，阮公寄来者，前后凡得十三行。今见孙观察所拓

者，前后凡十二行，皆较世所行拓本有前后多出之字，而拓手又精审不苟，信可宝也……新出

精拓之《琅邪台篆》，多是益都段生手拓者，不惟前后有多出之字，而画痕亦极明白可辨，及

此先秦书家真影披露之时，得以详考古人篆势，其灼可凭信，倍胜于空言辨论者尔。[2]

段松苓（1744—1800），字劲伯，又字赤亭，益都（山东青州）人。著有《穆如堂诗草》《山

左碑目》《益都金石记》《赤亭金石跋》等，为书法版本目录学家，学力亦为一时之选。段氏既许

诺为翁方纲拓此《琅邪台刻石》，但是因夏秋间“海水盛长”暂时作罢，可见段氏传拓碑刻极重时

令；同时，段氏手拓，“不惟前后有多出之字，而画痕亦极明白可辨”，能使书家法度“真影披

露”，可见其传拓之时，极尽审慎之能事，诚为良工耳。对此，翁方纲直言，因为得到段氏这样的

良工进行传拓，所以能得到更足更善之版本，不仅有益于书法临习，更能持论有物，从而“详考古

人篆势”，关乎书史甚大。至于黄易（1744—1801），则早已凭书印诸艺享得盛名，又以传拓之技

闻于当世。翁方纲《跋北齐武平六年造佛像记》云：

其书实开褚登善之先路，北齐石刻多名迹，然造像之记书体精妙，未有逾此者矣。今以

偃师武小谷所赠旧拓镖本装于前，而以嘉庆丙辰岁钱塘黄小松所手拓本临全文并注其泐处附于

后。黄君嗜古探奇，亲为嵩、洛之游，手拓诸刻，无一字遗失。即以此记仅见于牛氏《金石

图》，而牛云每行二十五字，高尺许。今以拓本量之，高尺许，信然。而每行实十七字，牛云

廿五字者，误也。近时精研古刻，未有如黄君小松者也，故人手拓之全本，不可翦破，故依其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5册，第4249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二十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382册，第20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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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次临之。[1]

翁方纲《黄秋盦传》叙黄易访碑大概云：“君在济宁，升起《郑季宣》全碑，于曲阜得熹平

二年残碑，于嘉祥之紫云山，得《武斑碑》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》，适扬州汪氏所藏古拓《武梁像

册》归君斋，此册自竹垞、衎斋、查田诸多老辈往复鉴赏，几疑世久无此石矣。一旦君乃兼得之，

于是敬移孔子见老子像一石于济宁州学，而萃其诸石，即其地筑室，砌石榜曰‘武氏祠堂’，立石

以记之。君北抵燕赵，南游嵩洛，又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，无不就正于君，以是所蓄金石，

甲于一时，皆不及缕数，而述其一二大者于此。君每得一旧迹，眸色炯溢颧颊间。”[2]翁、黄二人

相交至深，每有佳拓，便互通有无，品鉴甲乙，而翁氏此传，亦诚感人肺腑。翁方纲继承王澍之观

点，对褚遂良楷书推崇备至。其言此《北齐武平六年造佛像记》开褚之先路，自是极高之评价。对

于这样的传世名迹，翁方纲以“偃师武小谷所赠旧拓镖本装于前”，而以黄易“所手拓本临全文并

注其泐处附于后”。武氏所赠为旧拓本，黄氏所赠为精拓本，皆为上上之选，两相对照，自有如神

助。在这里，翁方纲把黄易近拓本之价值等同于武氏所赠之旧拓本，原因就在于黄易向来“精研古

刻”，“手拓诸刻，无一字遗失”，所以黄氏“手拓之全本，不可翦破”。换言之，黄易本以艺名

高标，而兼为优秀传拓师，其拓诸本，自应以善本视之，予以宝重。

三、乾嘉书坛重良工之学术意义

乾嘉书坛重良工，以翁方纲为首，而后吴大澂步其踵武，二人皆为当世牛耳，泽披两代，自不

待言。故而考镜良工之史，在乾、嘉、道前后百余年间，其活动和地位，皆得到最大程度之发挥。

工匠是书迹版本之重要参与者，以翁方纲为代表之文人群体重良工、重善本，其现象自非偶然，其

影响诚亦广大，从书法史角度予以观照，略可见其两方面之学术意义。

一方面，乾嘉书坛重良工，是书迹版本学尤其是书法文献学在其时达到全盛之重要原因。书

法文献学，乃研究书迹、书论等书法文献之递藏存亡、版本源流、真伪高下之学。[3]其发展基本同

文献学大势一致，在乾嘉达到最高峰，与其时朴学环境下重训诂、重考据、重版本之风自然有着密

切之关系。[4]考有清书法文献学史，顾炎武之于目录，王昶之于版本，朱彝尊之于典藏，钱大昕之

于考订，各美其美，皆为各领域之代表人物，而翁方纲独在此四大支柱性领域取得非凡成就，与其

专论书艺、非寓目不信之基本学术理念密不可分，即举凡书法文献之目录编纂、版本鉴定、书迹辨

伪，其首要目的，便是考论书法，其首要条件，便是看到实物。[5]因此，翁方纲对实物之生成方式

[1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手稿本影印，第14册，第3914页。

[2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三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382册，第134页。

[3]　 祝童：《翁方纲书法文献学研究》，第3页。

[4]　 孙钦善：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（修订本下），中华书局2015年版，第847页。

[5]　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382册，第75—76页：“金石自是一类，法帖与

书画自是一类，考金石则仍吾前所云考史之例矣，若考法帖则专以书法为主。”同时，翁氏以学术严谨著称，其《化度寺

邕禅师塔铭跋二首》中有一句话，可以说是其毕生研治书法文献之根本：“事非目验，何可概信？”参见（清）翁方纲：

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二十二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382册，第22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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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钩摹、镌刻、传拓），自然亦投入了极大关注。其《跋虞恭公碑》（李春湖藏本）云：

如林同人之善鉴、赵子函之善藏、顾亭林之精考，皆过而不睨，是以撰书衔字，世无知

者，今偶得借春湖所得旧本临此，以吐其久郁之气。[1]

所谓善鉴，即善于鉴赏，重在艺术价值之揭示。林侗（1627—1714）长于隶书，曾“随父官

秦中，遍寻周秦以来遗迹”[2]，并作考证。侗著有《唐昭陵石迹考略》《李忠定年谱》等，其要者

《来斋金石考》三卷，收录碑刻二百二十通，据亲见者录入，并于各碑后附题咏诗，鉴别精审。所

谓善藏，即善于典藏，重在藏品之数量、质量，或有前人未见之新品，或有傲然学林之精品。明万

历年间，赵崡（1564—1618）常携人出入荒野丛中，“跨一驴，挂偏提，拓工挟楮墨以从。每遇片

石阙文，必卧其下，手剔苔藓，椎拓装潢，援据考证。”[3]历经三十余年，积累碑版250余种，皆撰

跋尾，又广搜旧本，终成《石墨镌华》八卷。所谓善考，即长于考证，重在书迹史料价值之揭示。

顾炎武（1613—1682）《金石文字记》，考订谨审，渊涵博大，一时莫与抗衡，誉满天下，不啻清

学开山始祖。综合来看，翁方纲所谓善鉴、善藏、善考，是对古代书迹文献三种不同之处理方式。

而从“考”入手，以“藏”为枢纽，终归于“鉴”，学术路径分明，渊源有自。然三者之端绪，毫

无疑问，皆集中在实物版本之隅。夫版本之类，无论旧本、足本、精本，无善本无以考史实，无善

本无以言庋藏，无善本无以鉴优劣。因此，反向言之，以翁方纲为代表之乾嘉学者重良工，是其时

书迹版本学得以昌炽之意识基础，亦是书法文献学得以全盛之重要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书迹版本之良工，由帖而起，由碑而兴，是晚清碑学思潮得以顺利推动之重要力

量。如前文所言，钩摹工、刻工、拓工三者并起，在唐宋之世，但良工复兴，则是乾嘉朴学观照下

的产物；与此同时，碑学思潮发覆之初，亦赖良工作为，使开风气者得睹善本佳椠，发以议论，故

成其大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：

二王真迹，流传惟帖；宋明仿效，宜其大盛。方今帖刻日坏，《绛帖》《汝》佳拓，既不

可得。且所传之帖，又率唐、宋人钩临，展转失真，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。[4]

康有为这段为学界广为引用之言，实际上早已道破此中关捩。时代邈远，对魏晋名迹钩摹、镌

刻、传拓，已不能还原其真实面目。而先唐诸碑荦荦在列，省钩摹、镌刻之流程，唯携传拓良工，

细纸精拓，便可追睹其神采。是省繁而就简，去远而扪近者也。陈介祺致吴大澂札，就谈及吴氏随

身携带良工以求善本佳椠之事实：“闻将访石门诸刻，务并额及汉时题字精拓之，额尤须多拓。拓

[1]　沈津：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，第124页。

[2]　（清）沈廷芳：《来斋叟林侗像赞（并序）》，（清）钱仪吉：《碑传集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10册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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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细心解事，当不减秦石之有新获也。吾兄携良工自随已一载，必有佳刻，祈以样本相示。”[1]以

是言之，乾嘉书坛之重良工，反过来对书坛产生了根本性之影响。尤其是善拓者在书家之主持下，

披荆破棘，迭出新品。因此，经过金石学家与良工百余年之交融、发展、活动，最终康有为不得不

发出感叹：

今南北朝诸碑，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，即吾今所见碑，亦多《金石萃编》所未见者。出土

之日多可证矣。出碑既多，考证亦盛，于是碑学蔚为大观。[2]

王昶《金石萃编》，在清代书迹版本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地位。“其经典地位的确立，

一方面是其特殊的体例以及丰富的内容决定的；另一方面，也与其后大量续补著作的努力密不可

分。”[3]是书于嘉庆十年（1805）付梓，康氏《广艺舟双楫》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脱稿，二书问

世前后不及百年，而地不爱宝，屡所新见，从《萃编》续补之作十余种之中，就能窥见一斑。康氏

“多所未见”云云，若合符契。显然，晚清碑学思潮复兴，碑派书法大盛，此中成绩，良工诚具不

可替代之推动作用。

实际上，镌刻传拓，费时费力，且文人多职任公讼，无暇顾此；而双钩描摹，晴窗之下，净几

之上，举手可为，大益书学，因此，文人参与书迹之再生工作，除临课而外，以钩摹为夥。今传巴

慰祖钩摹《汉酸枣令刘熊碑》、徐渭仁钩摹《随轩金石文字九种》、陈璜钩摹《汉圉令赵君碑》，

皆不啻一代名品。当然，书家钩摹，多以资临习，像翁方纲、黄易等有着明确版本意识者无多；况

刻拓工匠多出师授世袭，学识无多，品性难料，不得不为主事者所提防，亦自然不会有更多之学术

性交流。因此，即如乾嘉书迹版本学昌盛之际，工匠纵聚周嘉胄所谓“补天之手，贯虱之睛，灵慧

虚和，心细如发”之四美于一身，亦不过受到主事者之礼遇和推赏，其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突破。

此后直至民国，良工群体或继续游食于钟鼎之家，或问迹于古玩店铺，或揽聘于官廷内馆，以不同

身份，继续同金石书迹打交道，至今犹然，值得学界持续关注。

（作者系文学博士，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、图书馆特色资源部副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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